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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乐语教育与中国诗的产生

祝秀权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淮安 ２２３３００）

摘　要：乐语，就是针对“乐”而“语”。“乐”即指升歌之歌乐。《周礼》记载的乐语有六种形式：兴、道、讽、诵、言、
语。“乐语”是一种有文采、有章法、有节奏、有韵律的“语”，它是未成型的诗，是诗的原材料。乐语最重要的意义在于：

它是诗的源头，是中国诗产生、创作的根源。乐语产生了诗，乐语从“歌”中提炼、演绎出了“诗”。乐语在真正意义上促

成了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的分离，也促成了文学语言与音乐的分离。中国最早的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说出来的。周礼

乐语不仅决定着《诗》的创作和中国诗的产生，它对后世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的影响亦极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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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教是繁杂的周礼的一部分，它源自周礼，服
务于周礼。周代王公贵族的子弟──“国子”从
小就在大司乐的直接教导下习学诗、乐、礼，既接

受思想、伦理上的传统教育和诫勉，又训练各种技

能。周代乐教的细致入微是由乐教在上古时期的

地位所决定的。清俞正燮《癸巳类稿》曰：“通检

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①刘师培说：“上

古教民，六艺之中，乐为最崇，固以乐教为教民

之本。”②

一　什么是“乐语”？
《周礼·春官·大司乐》：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

之子弟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只、庸、孝、友。

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

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大夏》《大

?》《大武》③。

这是周代专门针对太学中的学士──国子们
进行音乐与语言训练的项目。其宗旨有两方面：

一是通过这种方式，对乐语之教的对象──国子
们进行思想传统的教育和诫勉；二是对国子们进

行技能训练，使之将来能承担、主持各种礼仪和政

治事务。元毛应龙《周官集传》引郑锷曰：“国子

者，异时为公卿大夫，奉命周旋，出入专对之人也，

一语一言不可以不和，故以乐而教之。”④明王志

长《周礼注疏删翼》：“人身唯词气不可强为，苟非

中正和乐之德积中发外，则刚柔疾徐必有乖戾不

中节者，此古人所以有乐语之教也。”⑤

《汉书·艺文志》：“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

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⑥这

说明：“乐”是有“义”的，对“乐”之义加以言说，

是古代乐教的一个重要方面。早期的乐教，绝不

仅仅只是奏乐而已。王小盾说：“作为古代乐教

术语的‘乐’，不等于‘音乐’；所谓‘乐教’，也不

等于‘音乐教育’。‘乐’是从祭祀仪式中产生的，

功能在于移风易俗。乐教本质上不是艺术活动，

不是审美活动，更不是娱乐活动，而是一种教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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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方式。”①

针对国子而教的德、语、舞都与“乐”有关。

教国子以“六德”“六语”“六舞”，是以“乐”为背

景和依托的。之所以称为“乐语”，原因即在于

此。宋王昭禹《周礼详解》曰：“德不足则不可与

有为，言不足则不可与有应，容不足则不可与有

接。则大司乐之教其可缓乎？以乐成其德，谓之

乐德；以乐达其语，谓之乐语；以乐节其舞，谓之乐

舞。”②周人对其时所歌之“乐”极其尊崇和重视，

故用各种方式详尽地阐发、挖掘“乐”中的各种教

化意义。“以乐语教国子”，即是教国子针对“乐”

而兴、道、讽、诵、言、语。

那么，什么是“乐语”中的“乐”呢？

《礼记·文王世子》：

天子视学……遂设三老、五更、群老

之席位焉。适馔省醴，养老之珍具。遂

发咏焉。退修之，以孝养也。反，登歌

《清庙》。既歌而语，以成之也。言父

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

者也。③

这是记天子视学时举行养老乞言之礼仪式，

其中有一个重要环节：“登歌《清庙》”之后，有“既

歌而语”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中，“歌”与歌后之

“语”的关系如何？郑玄注：

反，谓献群老毕，皆升就席也。反就

席，乃席正于西阶上，歌《清庙》以乐之。

既歌，谓乐正告正歌备也。语，谈说也。

歌备而旅，旅而说父子君臣长幼之道、诸

合乐之所美，以成其意。《乡射记》曰：

“古者于旅也语。”④

孔颖达《礼记正义》：

乐之所美，谓《清庙》之诗所美文王

有君臣、父子、长幼之德。今于旅之时，

论说君臣父子之道，合会《清庙》所美之

事，以成就其升歌《清庙》之意。⑤

可知歌之后“语”的内容是语说父子、君臣、

长幼之道，语说“合乐之所美”，即针对登歌所歌

的内容而语，语说乐歌所美之义，并加以发挥。

所以“既歌而语”不是漫无边际、无框架、无

限定范围、无依托的语，而是有明确针对性的

“语”，语的对象就是登歌的内容。《清庙》是

《颂》，《颂》无疑是有所美的，而《清庙》所美的对

象和内容就是：美文王之德，美祭祀文王之典礼的

庄严肃穆和得礼。但《清庙》之《颂》所美的内容

是简单的、概括的、抽象的，无具体可感的事迹和

情节。“语”的目的就是针对《清庙》之所美而加

以具体言说，使人知晓合乐之所美的具体事迹、具

体人物和情节，其宗旨是郑玄所言的“以成其

意”，即以此成就“登歌《清庙》”之意。

《文王世子》下文曰：

是故圣人之记事也，虑之以大，爱之

以敬，行之以礼，修之以孝养，纪之以义，

终之以仁。⑥

郑玄注：“纪之以义，谓既歌而语之。”⑦孔颖

达《疏》：“‘纪之以义’者，解‘既歌而语’是纪录

德音之义，亦存天下之大义也。”⑧“纪录德音”即

是指乐歌所美之德音。即以这种“登歌《清庙》，

既歌而语”的方式，记录前代圣王德音之义。“乐

语”之“乐”不单指所奏之乐，还包括所歌之辞。

乐语就是当时的圣人周公之流，在重大仪式中，使

众人牢记仪式的核心内容──升歌，并加以引申、
发挥的一种手段。

我们以《礼记·文王世子》记载的“登歌《清

庙》，既歌而语”为例，说明什么是“乐语”。其实

《文王世子》所记不是最初的乐语，最早的乐语是

《周礼·大司乐》教国子的六种“乐语”，它们在时

代和方式上都不尽相同。

二　六种乐语考
（一）兴、道

《周礼·大司乐》郑玄注：“兴者，以善物喻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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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道，读曰导。导者，言古以剀①今也。”兴、道

的共同特点是：①它们都是一种由此及彼的言语
方式。②它们都是一种由古及今的言语方式。早
期乐语中的“兴”也是以古兴今的。乐语是不离

“歌”的，是围绕着“歌”之辞而“语”的，而对于乐

语仪式中的人来说，“歌”之辞无疑已经是“古”。

③它们都含有一种类似于比喻的含义在内。
“兴”有喻意自不待言，“道”亦含有喻意，否则，通

过道古而开导“今”的作用就不能实现。《礼记·

学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②郑玄注：“博依，

广譬喻也。”③孔颖达《疏》：“若欲学诗，先依倚广

博譬喻。若不学广博譬喻，则不能安善其诗，以诗

譬喻故也。”④

早期乐语之“歌”中只有“善物”，所以郑玄不

言“恶物”。后来“兴”由乐语发展成为作诗的手

法，就亦可以“以恶物喻恶事”了。“兴”最突出的

特点，是从“歌”中发掘其对“今人”有教育、启发

意义的要义，以委婉的方式对“歌”的内容加以演

绎、发挥。《诗》六义之兴的源头即是乐语之兴。

道与兴有一直一曲的特点。道古事的目的是

为了开导“今人”的思想，使之通畅，无所滞碍，使

之归于正。“兴”的手法比“道”更重要。“周代社

会尚文，它要求贵族成员有高度的文化修养，能够

通过含蓄隐微的辞令表现温文尔雅的风度。作为

特殊的话语方式，兴和喻具有微婉蕴藉、含而不露

的特点。这种‘以微言相感’的方式，正是兴的

特点。”⑤

（二）讽、诵

《周礼·大司乐》郑玄注：“倍文曰讽，以声节

之曰诵。”倍，通“背”。“讽”是“不开读之”，即不

宣读，不大声读出来。“诵”是在“讽”的基础上，

加上有节奏的声音抑扬顿挫地加以吟咏。可能

“诵”比“讽”更动听，听起来更具有诗、乐般的节

奏、韵律之美，故它在后世的运用比“讽”广泛。

朱自清说：“诵是有节奏的。这腔调是乐语的腔

调，该是从歌脱化而出。现在儿童的读书腔，也许

近乎古代的诵。而宣读文告的腔调不是诵。古代

诵的腔调虽不可知，但‘长言’或‘永言’，就是延

长字音的部分，大概总是有的。”⑥

升歌所唱的歌辞人人皆能听到，似乎不需再

背，其实不然。其一，“歌”与“背”的方式和效果

是不一样的，“歌”之后完全有可能再“背”。

“诵”的时候，诵者可以使用不同的语气、节奏、音

调、音色、高低、强弱等变化形式，对所背之“文”

加以尽情地演绎，造成各种不同的效果，这是

“歌”所不能代替的。清惠周惕《诗说》：“岂宗庙

之诗既歌之，而复诵之欤？既比其音，复诵其词，

俾在位者皆知其义，所以彰先王之盛德。”⑦此言

得之。《礼记·文王世子》“春诵夏弦”，郑玄注：

“诵，谓歌乐也。”⑧笔者颇疑郑玄注应为：“诵，谓

诵歌乐也。”其二，在没有“诗”之前，宗庙颂歌之

“文”（即《周颂》）是其时最有文采的文辞。所以

乐语中的这种“倍文”不仅是一种记忆，亦是一种

训练、学习、熏陶和感化。其三，在乐语之前是没

有“诗”的。虽然《周颂》在今人看来也是诗，可是

在“乐语”之前的当时却不被视为“诗”。《周颂》

在当时被用于歌，亦可用于奏，亦可用于舞，但其

文辞却从没有被用于朗读、背诵。乐语中对“歌”

之辞（即《周颂》）加以“讽、诵”，是《周颂》诗篇的

文辞有史以来第一次、最早被用于背诵。因而这

种“讽、诵”是具有开创性的，是无前例的⑨。

另外，在当时，“倍文”，其实也就是“倍礼”。

周代的礼，其实就蕴含在诸种仪式和歌舞乐之中。

《礼记·乐记》曰：“识礼乐之文者能述。”瑏瑠郑玄

注：“述，谓训其义也。”瑏瑡《逸周书·谥法解》：“经

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

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瑏瑢《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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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周语下》韦昭注：“文者，德之总名也。”①《说

苑·修文》：“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则不能文。”②

王先谦《荀子集解》引王念孙曰：“凡荀子书言文

理者，皆谓礼也。”③可知先秦时期“文”“德”“礼”

这几个概念有交叉的含义。

《国语·晋语》：“周尚文。”④《论语》：“子曰：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⑤夏静说：

“‘文’有教化之功，故‘文’与‘化’能合而为一，

谓之‘文化’。这是华夷之辨的前提 ，文野之分的

界线。化外为野，化内为文；化前为朴，化后成人。

礼乐传统乃‘文’的产物。‘文’是三代文化昌盛

的标志 ，以继承礼乐传统为己任的儒者素来重

‘文’，以‘文’为学，以‘文学’为事业。”⑥清顾炎

武《日知录》：“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

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⑦

“讽”和“诵”已经很接近于歌咏，但它们不完

全等同于歌咏，它们仍然是一种“语”，故称为“乐

语”，而不称为“乐歌”“乐咏”之类。讽、诵应该不

是指诵歌乐之原辞，而是有所发挥的。《荀子·

大略》曰：“少不讽诵，壮不论议，虽可，未成也。”⑧

讽诵应该是类似论议的。当时之人以“讽、诵”的

方式背诵“歌”之辞，一定是饱含深情，唇齿留香

的。在反复涵咏中参透“歌”的大义，沉浸在“歌”

的境界中，如微风拂面，陶冶心灵，涤荡杂念。否

则，何以称之为“讽”？

乐语的“讽、诵”对于中国诗歌的产生、发展

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公木先生说：“诗歌从音

乐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语言艺术的一种独立

形式，才能把语言的机能充分发挥。中国古典诗

歌的语言诗化过程，是在诵诗出现，并经过建安、

盛唐的高度发展才完成的。建安、盛唐两个高峰，

主要成就都在诵诗方面，这不是偶然现象。”⑨

（三）言、语

《周礼·大司乐》郑玄注：“发端曰言，答述曰

语。”“言”是主动说，自己说。“语”含有与人讨

论，相互问答的意思。《礼记·杂记》：“三年之

丧，言而不语，对而不问。”瑏瑠郑注：“言，言己事也。

为人说为语。”瑏瑡《礼记·丧服四制》：“斩衰之丧，

唯而不对。齐衰之丧，对而不言。”瑏瑢郑注：“言，谓

先发口也。”瑏瑣“语”，即《礼记·乐记》“君子于是

语”及《文王世子》“登歌《清庙》，既歌而语”之

“语”。

《汉书·艺文志》：“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

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

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瑏瑤诗在当时为什么被人

们当作交际的语言使用呢？就是因为最初的诗本

来就是一种言语，而且是有文采的文雅的言语。

掌握这种“以微言相感”的言语技术，很能显示人

的身份和素质。《论语·季氏》孔子曰：“不学诗，

无以言。”瑏瑥皇侃《疏》：“言诗有比兴、答对、酬酢，

人若不学诗，则无以与人言语也。”瑏瑦《论语》一书

的主要内容无非二端：一是孔子自己的言辞，二是

孔子与弟子及时人问答、讨论的言辞。这正是早

期“言”“语”二字所包含的内容。

三　乐语的重要意义
“歌”只是一种听觉上的教育，所以“歌”之后

需要用“语”──对“歌”之义的实际赋诵和阐发
以助成之，以强化这种教育和训练。“乐语”对于

其时之人来说是一种正规的学习和训练。乐语的

功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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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乐语有韵律、有节奏，它增加了言语的

情感因素，因而它对于人的培养、训练和感化更有

功效。《礼记·少仪》：“言语之美，穆穆皇皇。”①

明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教之者，非特审乐

音，歌诗章，凡教导之间，以此教之，欲其有得乎乐

之语也。从容和缓，优游感发，所谓乐之语也。”②

元陈友仁《周礼集说》曰：“当时设教有如时雨化

之者，人自不能已。”③

《周礼·春官·大司乐》：“大司乐掌成均之

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弟子焉。”④古人大都认

为“成均”为学名，傅道彬认为：“‘均’、‘韵’相

通，所谓‘成均之法’，即‘成韵之法’。”⑤“成韵之

法”就是如何把话说得有韵味，有节奏，更文雅，

更动听。它无疑是促使中国“诗”得以产生的重

要因素。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①既然周代才
有“成韵之法”，那么中国至周代才有诗，周代之

前没有诗。②中国最早的诗是说出来的，不是写
出来的。

第二，乐语是围绕着“歌”而语的，是一种万

变不离其宗的“语”，因而它比普通语言更具有针

对性和系统性，更符合雅言的规范。乐语训练在

培养人的表达方式的灵活性的同时，亦使之具有

内心信仰的恒定性和思想指向的唯一性。对于最

高统治者来说，它无疑是一种极为有效的人才培

养手段，因而我们在周代之后的历朝历代都不难

寻觅它的踪迹和影子。《诗经·睟风·定之方中

·毛传》曰：“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

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

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

为大夫。”⑥由此可见周人是把“祭祀能语”作为培

养、衡量人才的一个标准。

《大雅·思齐》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古人之无鉩，誉髦斯士。”即是指周代造作人才之

事而言。《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狐裘黄

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

望。”《毛传》：“彼，彼明王也。”《郑笺》：“古明王

时，都人之有士行者，其动作容貌既有常，吐口言

语又有法度文章，其余万民寡识者咸瞻望而法效

之。”⑦这就是西周盛时以礼乐培养人才的功效，

其“出言有章”无疑应归于乐语的作用和功劳。

《小雅·菁菁者莪》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

见君子，乐且有仪。”《诗序》：“《菁菁者莪》，乐育

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郑

笺》：“乐育材者，歌乐人君教学国人秀士，选士俊

士，造士进士，养之以渐，至于官之。君子能长育

人材，如阿之长莪菁菁然。”⑧周代统治者在培养、

教育人才方面，为后人做出了优秀的楷模。

明郝敬《周礼完解》：“贵介之子骄蹇气胜，卒

然折之以礼，则距而不相入。圣人以歌咏、舞蹈之

法陶融其情，绰约其气，使优游自得，和顺于道德。

故曰：‘礼之用，和为贵。’非礼外别有乐也。恒人

之性暴戾驰骋，皆血气之强阳。而其从容和顺者，

皆礼乐之薰育也。故揉傲莫如礼，行礼莫如乐。

故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⑨清王棠《燕

在阁知新录》：“古人陶冶之功最深也。汉太常典

乐兼教育之任，亦此意，然六代之乐已失其故矣。

不独汉时，后世教
$

子皆无陶冶之功，不过章句训

诂之学。人才不能及古，实由于此。”瑏瑠宋章如愚

《山堂考索》：“唐虞之时，任于朝者，非天子之族

类，则世臣巨室之家。其起于耕钓侧微者不过数

人。岂当时世家子弟皆贤哉？亦教之有道耳。夫

乐者，所以和平其心志，而导达其善性也。此舜之

教
$

子所以先诸乐欤？自‘直而温’至‘简而无

傲’，即教以乐德也；自‘诗言志’至‘律和声’，即

教以乐语也。”瑏瑡宋林輝《源流至论》曰：“教者，所

以长养之；政者，所以规正之。政寓于教，而无偏

废之失矣。盖天下之尊有三：覆载我者，天地也；

鞠育我者，父母也；而导迪作成者，虽天地、父母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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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３卷 祝秀权：周代乐语教育与中国诗的产生

无所用其力，故有师教之义焉。听礼义之悔，如临

深渊；视规矩之严，如畏简书。目濡耳染，无非政

也；手举足履，无非政也。成周盛时，人人君子，长

育如，润泽如陵。既教以射御，又教以诗书；既

习以讽、诵，又习以羽、钥，而教之之意详矣。”①

第三，乐语的宗旨是训练、培养人的技能和素

质，因而它既是一种美的语言，也是一种富有教育

意义的语言。就其形式来说，它富有音乐的韵律

和节奏，因而它美；就其内容来说，“歌”后之所以

要“语”，就是要充分发挥、演绎、挖掘“歌”的教育

意义，把“歌”的教育意义延伸、利用到极致。不

解其竟，何能感人？这种触类旁通、由此及彼、联

想引申、演绎发挥的能力的培养训练，其宗旨，一

是为王朝培养能够具备赋引辩说能力的人才，二

是在“乐歌”背景的指引下，对参与仪式的国之栋

梁给予一种传统的思想教育。宋王与之《周礼订

义》曰：“国子，他时公卿大夫，则奉命周旋、出入

专对之人，一语一言不可以不和，故以乐而教之

语，则出言之际和而不暴矣。”②

第四，“兴、道”是针对“古”的，是对“歌”之

背景的挖掘、发挥、演绎，是从“歌”中汲取先代圣

贤修身、治国的典范意义，以使参与“乐语”之人

受到感化、教育。“讽、诵”是直接或间接对“歌”

之辞的吟咏，从“歌”之辞中直接提炼、领悟其思

想意义、教育意义以及文辞的美感。“言、语”是

针对现实的一种教育和训练，以“歌”为背景、依

托和中心话题，针对现实和未来，对“歌”的教育

意义加以延伸和发挥。可以看出，六种“乐语”是

按照由古及今、由远及近的顺序而语，这样就把

“歌”的要义挖掘、发挥、演绎得淋漓尽致了。“乐

语”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这种训练既可使人知

古，又可使人知“今”；既有德育的培养，又有技能

的训练；既针对最高统治者天子，亦针对当时的

“大学生”：国子。乐语训练把古、今和未来联系

在了一起，把德育、智育、美育联系在了一起，把史

识和文彩、文才训练联系在了一起，它是一种对人

的全面的培养和训练，关乎国家政治、前途之

大计。

清范家相《诗渖》：“古之于诗也，讽咏之，歌

诵之，然后可以变易其气质而陶冶其性灵。若

徒曰读之而已，不几失其所以为诗乎？”③清阎若

璩《四书释地》：“孔子曰诵诗，孟子亦曰诵诗。诵

之者，抑扬高下其声，而后可以得其人之性情与其

贞淫、邪正、忧乐之不同。然后闻之者亦以其声之

抑扬高下也而入于耳，而感于心。其精微之极，至

于降鬼神，致百物，莫不由此而乐之，盛衰莫

逾焉。”④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乐语，谓言语应答比

于诗乐，所以通意旨、远鄙倍也。”⑤《论语·泰伯》：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

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⑥宋邢籨《疏》：

“鄙倍，鄙恶倍戾之言。”⑦在其时之人的心目中，乐

歌的文辞是纯粹的语言，是语言之精华；乐歌的内

容是周人奉为贤圣、奉为楷模而顶礼膜拜的文、武、

成、康及其文治武功。因而，他们围绕着“歌”之

辞，以“歌”之辞为中心话题，用六种“乐语”方式对

之加以反复地品赏、发挥，咀嚼其文辞，演绎其思想

内容之要义，从而使参与仪式之人远离“鄙恶倍

戾”言语和行为。宋刘炎《迩言》：“‘于是乎语，于

是乎道古’，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⑧

第五，“兴、道、讽、诵、言、语”既是一种言说，

亦是一种对答、讨论和交流。所以乐语的重要意

义还在于：它为其时之君臣提供了一种相互讨论、

交流、切磋的方式和机会。这在当时，尤其是在礼

乐制度严格而完备的周代，无疑是极其重要的。

郑玄《诗谱序》：“《虞书》曰：‘诗言志，歌永

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⑨此

语得之。《尚书·虞书》“诗言志”数语出自帝舜

君臣的对歌之辞，这无疑也是一种君臣之间的交

流、切磋和互勉互励。我们可以模仿郑玄之语而

曰：乐语之道放于此。帝舜君臣对歌之时尚未有

诗──既没有诗之实，亦没有诗之名，它不过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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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语又见清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清姜宸英《湛园集》等，不知谁是原作者。

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版，第７８５页。
邢籨《论语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３９页。
邢籨《论语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３９页。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８页。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种对歌而已。

孔颖达《毛诗正义》引郑玄《六艺论·论

诗》云：

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自书契之

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

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斯

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

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

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

美而讥其过。①

由此可知，周初制礼之后方有“诗”。故孔颖

达《毛诗正义》引郑玄《六艺论·论礼》曰：“礼其

初起，盖与诗同时。”②而周礼“乐语”的运用和实

施，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减弱了由于制礼而造成

的君臣之间的“情志不通”，弥补了政治制度的缺

陷。这仿佛可以引导我们深思：为什么中国的

“诗”是伴随着礼制的制作而生。———因为这是

必需的，亦是必然的。

四　从“乐语”到诗
就本文的论题来说，乐语的最重要的意义在

于：它是诗的源头，是中国诗产生、创作的根源。

在乐语之前，只有歌，没有诗。乐语产生了诗，没

有乐语就没有诗。乐语把“歌”变成了“诗”，或者

说，乐语从“歌”中提炼、演绎出了“诗”。乐语在

真正意义上促成了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的分离，

也促成了文学语言与音乐的分离。中国最早的诗

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说出来的。人们常说“诗是

语言的艺术”，如果从乐语的角度来看这话，可能

会有更深的含义。

上古时期的乐，教育意义是其第一要义，欣

赏、审美作用是其末节。而乐语就是要把升歌、合

乐的教育意义充分挖掘、发挥出来，使参加仪式的

人身临其境地感受歌乐的教育意义，而不是欣赏

其歌乐。

周人对西周初期创作的《周颂》的运用，达到

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周人来说，《周颂》不仅

是文，也不仅是歌，它也是乐，也是礼，它就是被其

时之人奉为至高无上的“经典”。周人在升歌之

后，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所升之歌加以反复的演

绎、发挥、切磋、交流、讨论，使升歌的含义浸透到

参与仪式的每个人的骨髓和灵魂。当时的教育对

人内在素质和思想灵魂的感化、熏陶，远非后世所

能比。故《周颂》之后，能产生大量的《风》《雅》

精品诗歌，绝不是偶然的，这是素质教育和思想灵

魂熏陶的结果。

刘勰《文心雕龙》有“诗为乐心”“乐辞曰诗”

的著名论断，如果与乐语相结合、相对照，可以加

深我们对这一论断的理解：仪式升歌之“乐”，在

乐语的背景下产生了“诗”。清郭嵩焘《养知书屋

集》：“盖自周世文盛之时，莅身课政，以诗为衡，

美恶贞淫于是见焉，而因以为法戒。则诗者，为学

始终条理之事也。”③

《礼记·乐记》中魏文侯问乐，子夏的答语中

亦有关于语说乐歌之义的记载：

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

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

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

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

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

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鐃

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

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④

孔颖达《疏》：“谓君子于此之时，语说乐之义

理也。”⑤可知子夏所言的古乐中的“语”，就是指

乐语而言。对于春秋时人来说，西周时期创作的

用于“升歌”的《周颂》无疑是“古乐”。古乐十分

重视乐的政治、伦理意义和教化作用，仪式奏乐过

程中有一套行使其教化作用的程式，子夏所言的

“语”和“道古”便是这一程式的关键环节，周人以

之作为培养、训练“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技能的

手段。而到了礼崩乐坏、思想文化大解放的春秋

战国时代，古乐的伦理教化意义不受重视，人们更

乐于欣赏新乐的感官刺激，难怪魏文侯听古乐而

昏昏欲睡了。清李光地《古乐经传》：“盖古人之

为乐者，必有事实，而非虚词，故可以讲论而知其

意。如孔子之说《大武》，其一端也。无义理而不

足以讲论，无事实而不足以道古，‘今’之与‘古’

６９

①

②

③

④

⑤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５页。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５页。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１０２页。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１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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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如此。两言‘发’者，由其根本异也。”①

清姜宸英《湛园札记》：“诗，古者谓之乐语，

又谓之歌乐。”②古人的观点大都如此，认为乐语

就是诗。笔者认为，“乐语”的产物不直接就是

诗，它们是诗或《诗》之前的韵语，是诗或《诗》的

原材料。它们都需要诗人的再次加工，才能成为

诗。故孔颖达《毛诗正义》与《诗大序》下曰：“直

言者非诗。”③

章炳麟《辨诗》：“古者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

盖有韵之文矣。”④把“乐语”视为“文”，而不直接

说就是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优词乐语，前

辈以为文章余事，然鲜能得体。”⑤明陈继儒《读书

镜》：“纯仁属撰乐语，浩辞。纯仁曰：‘翰林学士

亦为之。’浩曰：‘翰林学士则可，祭酒司业则不

可。’”⑥此二条，一则以“乐语”为“文”，一则称

“撰乐语”，而诗的创作是不称为“撰”的。

《文心雕龙·原道》：“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

烈，耞诗缉颂，斧藻群言。”⑦对于此语的含义，各

家注解都比较模糊，似是而非，不得要义。其原因

即在于不了解乐语，不知中国的“诗”是怎么产生

的。笔者认为，《文心雕龙》此语的含义是说：周

公旦以其多才多艺，振文王之余烈，在删削、修饰、

修改“群言”的基础上，制作“诗”，辑录《颂》。

“群言”，即指“乐语”；“诗”，即指正《雅》；“颂”，

即指《周颂》。毫无疑问，“乐语”在当时就是一种

“群言”。从这种“群言”到“诗”的产生，尚有一

步“斧藻”的工作，即对“群言”进行加工、修饰、改

造。当然，这种“斧藻”应该不是大幅度的，因为

《雅》诗较大程度地保留了当时乐语的原貌。

王小盾说：

“诗”是采自“歌”的，但传述之时有

“讽”“诵”的区别。“兴、道、讽、诵、言、

语”之所以被称作“乐语”，一方面在于

它们服务于礼乐，另一方面也在于它们

有别于日常语言，是用音乐的语言来复

述诗和诗义。乐语在古代仪式当中曾经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乐记》以是否

使用乐语作为判别“古乐”与“新乐”的

标准。而乐语之所以重要，则因为它能

“道古”，即说明礼乐的本事或本义。对

仪式上的诗义和礼乐之义作朗诵或表

白，是乐语之教的首先一个功能。⑧

中国最早的“诗”是采自“歌”的，传述“歌”

的。“歌”是原材料，经过六种言说方式“兴、道、

讽、诵、言、语”之后而产生了“诗”。由此我们可

以得出结论：对于中国文学而言，没有“歌”，就没

有“诗”；没有“乐语”，就没有“诗”。从“歌”到

“诗”，中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乐语。乐语

把“歌”变成了“诗”，或者说，乐语从“歌”中提

炼、演绎出了“诗”。乐语是中国“诗”产生、发生

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因素，是一个被前贤忽略了的

因素。“乐语”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即在于此。

当然，要确信不疑地证明这一结论，还需有《诗》

文本方面的内证和实证。特别是正《大雅》，完全

是严格按照六种“乐语”方式而创作的，因此，正

《大雅》３１首诗可以完整、精确地归类为六种“乐
语”。而且这样创作的正《大雅》与《周颂》有一种

对应关系，在对应的诗篇中，正《大雅》诗篇都是

对《周颂》相应诗篇的阐释、发挥和演绎，可谓事

实胜于雄辩。因篇幅过长，读者请参阅祝秀权有

关著作和论文。⑨

伏俊琏在研究汉译佛经的诵读方式时说：

汉译佛经的诵读方式，更多的是借

用中国传统的唱诵形式。六朝以来汉译

佛经的诵读方式以转读、唱导为主。转

读就是诵经。《出三藏记集》卷１５《道安
法师传》云：“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

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

大义，转读而已。”转读者，以汉声读佛

经也。唱导则是诵经的通俗化。《高僧

传》卷１３《唱导论》说：“昔佛法初传，于
是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

７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６页。
章炳麟：《国故论衡·辨诗》，广文书局１９６７年版，第４５页。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刘勰：《文心雕龙》，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５页。
王昆吾：《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诗六义原始》，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１３页。
祝秀权：《诗经正义》，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２０年版，第６８９—６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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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

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元唱导所

贵，其事四焉：谓声辩才博。”“声”要求

“含吐抑扬”；“辩、才、博”则要求“如为

出家五众，则需切语无常，若陈忏悔；若

为君王长者，则需兼引俗典，绮综成辞；

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

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

罪目。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

知众，以能善说。虽然故以恳切感人，倾

城动物，此其上也”。唱导文的体制形

式特点，陈允吉先生说：“今考诸旧籍，

可知它同后来的变文一样，是韵散间隔，

有说有唱。”可见转读、唱导的内容不

同，而唱诵的形式并无多大的区别。汉

译佛经的转读、唱导等，更多的是借用中

土传统的唱诵形式，是对先秦两汉时期

唱诵技艺的继承。①

佛经的汉译始于汉代，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比

较还是有意义的。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１）
汉译佛经的“转读”方式是“唯叙大义，转读而

已”，这无疑是周礼“乐语”中“讽诵”的影子；汉译

佛经的“唱导”方式是“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

这无疑是周礼“乐语”中“兴道、言语”的影子。

（２）六种乐语的语说方式也应该是要求“含吐抑
扬”、“声辩才博”的；六种乐语的内容不同，语说

形式也是大同小异的，这也与汉译佛经类似。

（３）乐语是处于诗与语言之间的一种言语形式，
那么它很有可能也是类似于汉译佛经的韵散间

隔，有说有唱。从汉译佛经的诵读方式，我们可以

推知六种“乐语”方式的大致情形。

宋代宫廷演剧，命词臣作乐语，使伶人歌唱。

先为对偶韵文，后附以诗，遂成为文体。宋代乐语

虽未必是周代乐语的原貌，但宋代乐语应是宋代

人据其对周代乐语的理解而模仿创作的。如《全

宋词》载王义山创作的乐语《寿崇节致语·隆兴

府》：

万年介寿，星辰拱文母之尊；四海蒙

恩，雨露宠周臣之宴。颂声交作，协气横

流。与天同心，为民立命。以圣子承承

继继，九州番臣；奉太后怡怡愉愉，亿载

永久。宝册加徽称于汉典，彩衣绚瑞色

于舜庭。捧金炉香，胥庆寿崇之旦；□玉
卮酒，永延长乐之春。躬禀聪明，性纯爱

敬。晋福介王母，三千年之桃晕新红；华

封祝圣人，八九叶之开并绿。耳凤韶

之雅奏，身鱼藻之深仁。臣等幸囿明时，

忻逢盛事。遥瞻禁卫，蔼播衢谣。东极

承颜肃紫宸，恩酉农湛露宴群臣。香传

禁柳鸣球瑟，影颤宫花蔼缙绅。璀璨神

光三殿晓，怡愉和气万年春。明朝又纪

流虹瑞，更效封人祝圣人。②

可以看出，宋代乐语有对偶，有押韵，但它只

有局部整齐的句式，而全文句式并不是如诗一般

的整齐。它更像是赋，而不是诗。由此我们可以

窥见周代乐语的影子。

总之，“乐语”既不是诗，也不是普通语言，它

是介于普通言语和诗之间的一种“乐语”，是未成

型的诗，是诗的原材料。《尚书·洪范》：“五事：

一曰貌，二曰言。”③孔颖达《疏》：“言者，道其语

有辞章也。”④“乐语”就是一种有文采辞章的

“语”。

从乐语的角度看，中国诗的产生是“语”向

“乐”学习、模仿的产物。因为“乐”是有节奏、韵

律的，西周时期为教育培养国子人才，向他们传授

一种像“乐”那样有节奏、韵律的“语”，要求他们

把话说得文雅、动听、易于流传，由此产生了“乐

语”，并由此而产生了“诗”。

从周代乐语的情况，我们可以推知《诗经》中

大多数诗篇为什么没有留下诗人的名字，其原因

有二：一是当时诗歌创作的原材料“乐语”是一种

集体创作，而不是个人创作。集体创作是不便于

而且没必要留下作者之名的，故当时没有留名的

意识。二是从乐语到诗只一步之遥，而相对于纯

粹的诗歌创作来说，这一步是比较简单的。有了

乐语，诗就呼之欲出了。当时把这些乐语加工为

“诗”的诗人，他们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诗人，他们

只是加工创作者，这样就不需、不必留名了。所以

我们看到，《诗经》中凡是因仪式用乐而创作的诗

８９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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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俊琏：《汉译佛经诵读方式的来源》，《敦煌研究》，２００２第２期。
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６２９页。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５０４页。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５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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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都不留名。至西周后期和春秋时期，出现了单

独的、纯粹的诗歌创作，才开始有留名的意识，如

“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吉甫作颂，穆如清风”，

“奚斯所作，孔曼且硕”等。

五　乐语对中国后世文学的影响
朱自清先生认为，“诗”的概念“大概是周代

才有的”。① 由于没有重视、研究周礼“乐语”，为

什么“诗”的概念周代才有，一直没有人能说

清楚。

“乐语”不仅与中国“诗”的发生有关，它也与

中国其他文学样式的发生有关。比如，赋是以问

答的形式写出来的文体，它其实也有“乐语”的影

子。早期的先秦诸子散文都是语录体，其实也有

“乐语”的文化背景在内。

汉代开始流行一种众人合作创作的诗歌，称

为“柏梁体”，据说是汉武帝筑柏梁台，与群臣联

句赋诗，因而得名。如汉武帝和群臣所做的《柏

梁台诗》：“日月星辰和四时（汉武帝），骖驾驷马

从梁来（梁王）。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总领

天下诚难治（丞相）。……”②这无疑也有“乐语”

的影子。胡大雷说：“这些联句，一般视其为诗体

的某种形式，但其多为口头创作状态并由众人合

作而成的形式，其根由与诗歌创作的前文体状态

有相当的关系。当我们认为文学最早是由口头、

集体而产生来看，‘问答’就具有太多的意味。就

《文选》所列文体来看，诸如赋、七、设论、对问都

是直接的问答；而诏、令、教、文、表、上书、启、弹

事、笺、奏记、书、檄等，都是有特定告知对象的，也

有问答性质。那么很多文体的原始创作状态都是

问答。于是可以说，很多文体不都是从‘问答’这

种形式中产生的吗？”③胡大雷未能说明这些诗歌

创作的前文体状态是什么。中国古代流行一时的

这些问答体的诗、赋、文，其形式的源头都在于周

代的“乐语”。乐语就是一种集体创作，非单独的

个人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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